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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91872154]摘要：知识产权保护与国内价值链网络均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时期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利用中国制造业行业数据，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对制造业国内价值链网络深化升级的影响。经验研究发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的延伸，有利于国内价值链网络深化升级，该结论在考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表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规模和外资范围较大、研发密度较小行业的国内价值链网络的深化升级效应更为显著，且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对其存在“倒逼”延伸效应。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技术创新效应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国内价值链网络深化发展的重要渠道，但中间品进口扩张存在抑制效应。据此，本文认为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升国内产业供应链的质量与弹性，是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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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Domestic Value Chain Network Upgrading: Promoting or Inhibiting？

Tong Jiadong   Fan Longfei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China)

Abstract: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domestic value chain network are both important issues that policymakers and academics pay attention to during the period of building the new double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on the upgrading of the domestic value chain network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mpirical research shows that strengthen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extension of production length of the manufacturing domestic value chain and is conducive to the upgrading of the domestic value chain network. This conclusion still holds after considering the potential endogenous problems and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Heterogeneity test shows that strengthen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has a more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upgrading of domestic value chain network in industries with large scale, large scale foreign investment or low R&D intensity, and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has a reversed force effect on it.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test shows that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promotes the upgrading of domestic value chain network through the channel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ect, but the expansion of intermediate imports shows the opposite effect. Therefore,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flexibility of domestic industrial supply chain by strengthen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s the key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Domestic Value Chain Network; Production Length


一、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坚持经济性与安全性相结合，补齐短板、锻造长板，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和精准施策，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供应链”，更进一步地推动“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引导产业链关键环节留在国内，强化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能力建设”。这一论述的本质要义是加强科研攻关，依靠本土产业规模和大市场优势，促进国内价值链的长度延伸与质量提升。可见，在中国由经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背景下，能否通过提升国内基础创新能力促进国内价值链网络深化发展，已成为十四五规划时期乃至更长一段时期内面临的重大课题。
对于中国这种以低端嵌入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且不断遭遇发达国家技术遏制与封锁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国内价值链网络的深化发展需要提升自身基础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的提升需要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IPR）体系作为支撑，那么一个自然延伸的问题便是，中国能否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国内价值链网络的深化发展？现有的经济理论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一方面，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能够鼓励市场主体进行更多的创新研发投入，以获取新的知识与生产技术，这就能增加更多本土配套产品及高质量中间品的产出概率，进而促进国内价值链网络的深化发展；另一方面，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同样会增加国内企业获取更多种类和数量的国外高质量中间品的机会，这可能对国内价值链网络的发展同时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直接抑制效应与间接促进效应。直接抑制效应是指，本土企业进口大量的低于国内市场价格的高质量中间品，会对本国相关产品形成直接替代，进而抑制了国内价值链网络的发展；间接促进效应是指中间品进口扩张产生的市场竞争与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了国内企业的模仿创新，并使其逐步有能力生产相应的本土化产品，进而推动了国内价值链网络的深化发展。究竟间接促进效应与直接抑制效应哪一方面起主导作用，更可能依赖于进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与模仿难度以及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因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国内价值链网络发展的影响效果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需要通过实证加以明确的问题。
中国已进入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时期，两方面的原因意味着科学评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国内价值链网络深化发展之间的关系显得极为迫切和重要。首先，中国早期凭借劳动力优势以低端嵌入的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这种“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杨耀武、张平，2021），并且因其产生的“路径依赖”效应导致国内制造业被低端锁定的风险日益突出（吕越等，2018），如何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难点与痛点。现有研究认为，国内价值链网络的深化发展对企业生产效率（庞春，2010）和创新能力（吕越、包雅楠，2019）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是中国在“俘获”式全球价值链中实现突围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战略途径（刘志彪、张杰，2009）。因此，科学评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国内价值链网络发展的影响效果对于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把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方面，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从某种意义上讲，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已经成为党和政府部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因此，在国际贸易保护问题日益突出、全球价值链面临脱钩威胁的背景下，实证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内价值链网络深化发展的影响效果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学术界关于该问题的研究仍相对滞后，现有文献主要从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转型期经济增长（董雪兵等，2012）、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李莉等，2014）、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尹志锋等，2013）、企业进口扩张（余长林，2011）等方面的影响展开研究，鲜有涉及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国内价值链网络深化升级的影响研究。
与本文关系密切的另一支文献是关于国内价值链分工程度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部分学者参考Wang et al (2013)或Koopman et al（2014）的方法，对中国省区区域间产出中的增加值来源结构进行分解，剖析了各地区间的生产分工关系（苏庆义，2016；李跟强、潘文卿，2016），但他们的研究仅仅涉及增加值来源的分解，并没有严格度量相关生产活动的生产阶段数目。生产长度是衡量全球价值链特征的基本指标，代表了价值链中生产阶段的数目，反映了生产过程的复杂性（Wang et al，2017）。Fally(2011)定义了上游度（upstreamness）和下游度（downstreamness）指数来衡量价值链生产长度，在此基础上倪红福等（2016）将其在全球投入产出模型框架下进一步分解为国内生产阶段数与国际生产阶段数，并探讨了影响各国国内分工阶段数目的因素,但他们并未考虑知识产权保护对发展中大国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的影响。沈剑飞（2018）考察了市场分割对国内价值链分工深度的影响，但他利用的是中国国内地区间投入产出表，并且也没有涉及知识产权保护对分工深度的影响。此外，他们的研究都是以Fally(2011)开发的全球价值链生产阶段数目的分解框架为基础，而该方法的衡量标准是从一个部门的总产值出发，是一种绝对衡量标准，在利用“上游度”与“下游度”指数计算产业部门排名时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Wang et al，2017），这就意味着该计算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准确反映国内价值链的分工程度。
鉴于此，本文按照Wang et al(2017)的研究，将价值链生产长度定义为一个国家/部门的初级投入到另一个国家/部门的最终产品之间的生产阶段数，即一个国家/部门中生产要素创造的增加值被计算为连续生产过程中总产出的平均次数，较好地解决了早期文献中的“内部不一致”问题，从而更加准确地衡量出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的演变趋势。利用中国制造业两位数分类行业数据，对知识产权保护与国内价值链网络深化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并利用多种方式解决内生性及稳健性问题，以保证实证结论的可信度。本文研究发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内价值链网络的深化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经过替换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指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以及剔除国企大规模兼并期样本后，该结论依旧显著稳健。这一结果表明，中国可以通过全领域、全链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来促进国内价值链网络的深化发展，保障产业供应链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异质性分析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内价值链网络深化发展的影响在不同规模、研发强度以及外资范围的行业存在差异。具体来看，在规模越大、外资范围越大的行业中影响更为显著，但对低研发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大于高研发密集型行业，这一结论表明中国创新研发能力仍较弱，对高技术行业的核心中间产品供应能力仍显不足。这也是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国内创新研发能力提升的客观动力。此外，时间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金融危机后，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内价值链网络深化升级的作用效果显著增强，客观反映出全球产业供应链中断的威胁提升了国内企业保障产业供应链安全的意识，一定程度上“倒逼”企业利用国内中间品对进口中间品进行替代，促进了国内价值链网络的发展。
[bookmark: OLE_LINK1]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从研究视角来看，本文首次立足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日益严峻，全球重要产业供应链面临“断裂”的风险背景下，研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内价值链网络深化升级的影响，为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支撑。第二，本文借鉴Hu & Png (2013)的研究，构造了行业层面的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指数，并利用1919年各省基督教授薪布道职员数据构造了行业层面的知识产权保护工具变量，较好地解决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更加科学准确地识别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内价值链网络深化升级的影响。第三，本文不仅研究了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内价值链网络深化升级的影响，还科学地探究了产生这一影响的作用渠道，从而能深化理论研究和指导政策实践。
本文剩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是回归结果及分析；第五部分是异质性分析与影响渠道检验；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bookmark: _Hlk91872647]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中国国内企业技术水平低，无法提供满足出口产品质量规格的中间品，是最终产品出口企业与本土上游企业无法形成产业链关联的重要原因（廖涵，2003）。因此，如何提升本土企业技术创新意愿与技术创新能力是推动国内价值链网络深化升级的关键所在。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引导和优化创新要素资源配置，是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一方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鼓励上游价值链关联企业进行更多的资产专用性投资，这就为高技术含量中间品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物质资本基础。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中间品供应商需要为下游客户提供具有特定工艺标准与技术要求的产品，这往往需要特定的生产设备以完成相关的设计研发与生产活动。但企业间涉及资产专用性投资的契约往往具有不完全契约性质，这就极易造成制造商对供应商进行“敲竹杠”，导致供应商不愿进行社会最优的技术投资（李俊青、苗二森，2018），进而抑制了国内企业进行高质量中间品的研发与供给。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降低企业创新收益遭受侵犯的风险（Mokyr，2009），引致技术投资收益在供应商与制造商之间进行合理分配，这就促使供应商有动力进行更多价值链关联性质的创新性资产的投资，进而推动了国内价值链网络的形成与深化。
另一方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缓解供应商企业在进行价值链关联产品的创新与技术升级时面临的融资困难，提高了企业研发创新成功的概率，以此推动国内价值链网络的深化发展。创新作为一项高风险活动，不仅具有高融资成本与高调整成本的双重特征，且其产出往往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这一特征使得创新过程蕴含信息不对称问题，并诱发潜在的道德风险，致使创新活动面临严重的外部融资约束（鞠晓生等，2013）。相对于内部融资而言，外部融资对中国企业的影响更大（李汇东等，2013）。创新型企业控制人为了保证产品技术与知识的安全性，不愿将当前技术研发情况向外部资金提供者披露，以致外部资金提供者无法真实评估项目潜力及盈利情况而拒绝融资，是产生融资约束问题的根本原因（Ueda，2004）。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缓解上述因信息不对称问题产生的融资困难。因为在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下，创新型企业就更愿意披露研发项目的细节而不必担心技术被窃取，这就降低了资金需求者与外部资金提供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了企业为研发创新融资成功的概率（李莉等，2014）,更有利于国内企业参与配套生产与供应链的对接。综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通过技术创新效应促进国内价值链网络的深化升级。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内价值链网络产生影响的另一个途径是进口中间品扩张效应。进口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仅能够降低出口企业需要支付的各种信息成本、契约执行成本、法律监管成本（Smith，1999）以及诉讼维权成本（Qian，2008）,而且还可以降低产品被模仿复制的风险，这就能激励国外出口商扩大出口规模，尤其是出口更多高质量中间品（Maskus & Ridley，2016）。由于国外供应商在部分产品上具有先发优势，规模经济效应与生产经验累积产生的动态收益递增效应使其享有更低的生产成本，导致国内企业因面临过高市场进入门槛而无法参与相关产品的生产，或是因为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不得不退出国内市场。此外，更高质量的中间品往往能够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Bas & Strauss-Kahn，2015），而出口产品质量是影响企业利润与国际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在企业有机会获取更多数量与种类的国外高质量中间品的情况下，就更愿意对国内供应商的低质量中间品进行替代。在上述情况下，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引致的中间品进口扩张效应就抑制了国内价值链网络的发展。
但另一方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引致的中间品进口扩张效应也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与市场竞争效应促进国内价值链网络的深化升级。企业进口的中间品是国外企业高技术水平与生产工艺的体现，其产生的国际技术溢出效应是提高技术能力的重要途径（Eaton & Kortum，2002）。由于创新知识具有非竞争性的特征，企业在利用进口中间品进行国内生产活动的同时，能够获得技术外溢的正外部性（Shepherd & Stone，2012），通过模仿和学习相关产品在设计和生产流程上的创新，进而具备供给相关产品的能力。此外，当进口中间品数量与种类增多时，国内企业面临的竞争加剧，为避免被市场淘汰，企业会加大产品研发与技术升级的力度，用以提升产品质量或向更高附加值环节攀升。在上述情况下，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引致的中间品进口扩张效应就促进了国内价值链网络的发展。因此，中间品进口扩张效应对国内价值链网络的影响究竟以直接抑制效应为主还是以间接促进效应为主，还有待于进行实证检验。据此我们提出以下对立的假设：
假说2a：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引致的中间品进口扩张对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的影响以直接抑制效应为主，阻碍了国内价值链网络的深化升级。
假说2b：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引致的中间品进口扩张对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的影响以间接促进效应为主，推动了国内价值链网络的深化升级。
综上分析可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内价值链网络深化发展的影响方向依赖于技术创新效应与中间品进口扩张效应的综合效果。由于技术创新效应的影响为正，当中间品进口扩张效应的影响方向也为正时，则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内价值链网络深化升级的影响为促进作用；当中间品进口扩张效应的影响为负，但小于技术创新效应的正向影响程度时，则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内价值链网络深化升级的影响仍为促进作用；当中间品进口扩张效应的影响为负，并且其影响程度大于技术创新效应的正向影响程度时，则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抑制了国内价值链网络的深化升级。本文接下来的内容将从实证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2000-2014年中国制造业两位数分类行业的年度数据为研究样本。由于在2000-2014年间，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历经两次改变，其中在2000-2002年采用的是GB/T4754-1994标准，而2003-2011年与2012-2014年间分别采用的是GB/T4754-2002标准与GB/T4754-2011标准，并且历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WIOD）采用的行业分类标准均存在差异，因此需要对行业分类标准进行统一。我们按照历年国民经济两位数分类的产品种类与WIOD分类进行匹配，最终形成16个制造业行业[footnoteRef:2]，时间长度为15年，共240个样本数量的面板数据。 [2:  合并整理后的16个制造业行业分别是：食品、饮料和烟草制品制造业，纺织、服装及皮革制品制造业，木材及木制品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制造业，记录媒介的印刷和复制，焦炭及成品油制造业，化学纤维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基础药品和制剂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制造业，其他非金属矿产品制造业，基本金属制造业，除机械设备外的金属制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其他机械设备制造业，电气设备制造业，计算机、电子、光学产品制造业。
] 

（二）模型设定
为检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内价值链网络深化升级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静态面板数据计量模型：
                                                 (1)                                                                                               
其中，下标表示行业类别，表示观察年份；表示行业在第年的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的对数值，代表国内价值链网络的深化升级程度；表示行业在第年的知识产权保护指数的对数值；为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为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为行业层面的固定效应；为回归残差项。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是时间序列变量，若直接引入时间固定效应会引起多重共线性问题，造成时间虚拟变量与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对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的作用相互抵消，因而在模型中没有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在下文实证分析中，利用国家层面知识产权保护指数替换行业层面知识产权保护指数进行稳健性检验时，我们按照方程（2）进行回归。本文主要关心知识产权保护指数的估计系数。
                       (2)
（三）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1. 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
本文利用Wang et al(2017)的研究方法来计算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定义表示国家，表示部门,则开放经济模式下一个典型的国家间投入产出表的结构如表1所示：
	表1  典型的国家间投入产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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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是一个矩阵，矩阵元素表示在国使用的由国生产的中间品；是向量，矩阵元素表示在国消费的由国生产的最终产品；同样是一个向量，表示国家的总产出；是向量，表示国家的直接增加值。由此，投入系数矩阵可以定义为,其中是对角线元素为产出向量的对角矩阵。增加值系数向量可以表示为。总产出可以分解为两部分即中间品与最终产品，利用矩阵可以表示为，将该等式可以进一步整理为，其中便是著名的里昂惕夫逆矩阵。
根据投入产出表特有的性质，表1可以重新表示为：
                               (3)
其中，是对角矩阵,其对角线元素为国内投入系数，是非对角矩阵，其元素为进口投入系数，且。是最终产品与服务向量，是国内消费的最终产品与服务向量，是最终产品出口向量，为总出口向量。其中“”是矩阵转置符号。因此等式（3）可以重新表示为：
                      (4)
其中，是分块对角矩阵，定义为国内里昂惕夫逆矩阵。在的左侧乘以直接增加值系数对角矩阵，并用替代，进一步将最终产品和服务向量、和转换成对角矩阵、和，可以得到增加值和最终产品生产的各分解部分：
 
            (5)
其中，矩阵中的每一元素都代表了来源国增加值直接或间接被某一特定国家/部门用于最终产品生产的部分。等式(5)第二个等号右侧的第一项表示国内增加值最终在国内被消费的部分，并不涉及跨越国界的贸易；第二项表示以最终产品出口的形式被进口国直接消费的国内增加值，即通常意义上的“传统贸易”；第三项表示参与简单价值链生产活动的增加值，即出口的国内中间品直接被进口国国内吸收的部分；第四项表示参与复杂价值链生产活动的增加值，即进口国进口的本国中间品包含的国内增加值被进口国用于生产最终产品或中间品并出口到第三国的部分。
[bookmark: _Hlk97279102]由上面的分析可知，衡量参与跨国生产的中间品出口中包含的国内增加值（记为）包括两部分，即参与简单价值链生产活动的国内增加值(记为)和参与复杂价值链生产活动的国内增加值(记为）。进一步，按照Wang et al (2017)的方法，利用中间品出口每一阶段的国内或国际生产长度作为权重进行求和，就可以得到国内增加值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所引致的总产出为：

                                (6)
其中等式（6）最后一个等号右边的第一项记为，表示参与简单价值链生产活动引致的国内总产出，第二项记为，表示参与复杂价值链生产活动引致的国内总产出。因此国内价值链平均生产长度可以定义为：
                                      (7)
可以看出，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是参与简单价值链生产活动的生产长度与参与复杂价值链生产活动的生产长度的平均值。本文参照上述计算方式，利用WIOD数据计算了中国16个制造业行业的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其中基于前向价值联系计算的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记为，基于后向价值联系计算的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记为。基于后向价值联系计算的价值链生产长度更侧重于本国的最终产品出口中，属于国内增加值成分参与的国内生产阶段数目，对于中国而言，最终产品出口仍是对外贸易的主要内容，因此利用后向价值联系测度的生产长度指标更加符合中国现实，所以本文用后向价值联系计算的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指标用于基准回归，而基于前向价值联系计算的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
2.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Ginarte & Park(1997)基于国家层面数据设计的知识产权保护指数（简称GP指数）是衡量各国产权保护水平的权威数据。该指标从覆盖范围、国际专利协定的成员资格、失去保护的规定、执行机制、保护期限等五个维度出发，较为全面地衡量了国家立法层面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其综合分值介于0~5之间，分值越高表明IPR水平越强。GP指数每5年评估一次，最初版本的时间跨度为1960~2005年，之后年份的数据可以从Ginarte个人网站获取。鉴于GP指数并非连续数列，且考虑到评估当年用到的数据存在滞后性以及立法变迁的渐进性，较为合理的处理方式是以当年测度的IPR指数也同样代表其前后两年的数值。这样的处理方式不仅能较为客观的反映指标缺失年份的IPR指数，同时也扩大了可利用的样本数量。
然而，利用GP指数作为一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衡量指标，存在以下两方面的不足：一是GP指数利用的知识产权保护信息主要是立法层面的，并不包含执法方面的信息（Ginarte & Park，1997）；二是GP指数只能反映国家整体层面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但并不能反映不同行业对IPR依赖程度的差异。针对GP指数的第一个不足，通常的做法是在其基础上补充能够充分反映知识产权执法强度的信息，例如，韩玉雄、李怀祖（2005）利用社会法制化程度、法律体系的完备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国际社会的监督机制等四个维度信息作为执法强度的衡量指标，Hu & Png (2013)利用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构建的Fraser指数来衡量跨国产权执法强度。Fraser指数是基于国际商业者的问卷调查数据构建而成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主观随意性，其反应的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强度与一国实际执法强度可能存在差距。
[bookmark: _Hlk91874017]本文参照徐春明、单晓光（2008）的方法，利用司法保护水平、行政保护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意识水平、国际社会监督等五个指标综合反映中国知识产权执法强度。其中，司法保护水平、行政保护水平、公共意识水平以及国际社会监督水平的计算方式与上述文献保持一致，但关于经济发展水平这一指标，本文用中国人均GDP与美国人均GDP的差距来衡量，这一点与徐春明、单晓光（2008）不同。他们在文献中利用中国人均GDP与世界银行定义的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的比值表示，这种构建方式主要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一国只有在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的基础上才有动力解决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然而，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程度，并不能单纯地建立在温饱的基础之上，更多的是社会中是否形成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氛围。考虑到美国是世界专利强国，且知识产权法律较为完善，执行力度也较高，本文以中国人均GDP与美国人均GDP的比重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分值更符合实际情况。最终我们对五个指数求和并取其平均值来衡量知识产权执法强度。
[bookmark: _Hlk80784258][bookmark: _Hlk80784281][bookmark: _Hlk80784562]对于GP指数存在的第二个问题，现有文献主要利用研发密度或专利强度来构造行业层面的实际IPR指数。Hu & Png (2013)利用美国的行业研发密度与专利强度作为参考，并以此代表其他国家的行业研发密度与专利强度。但尹志峰等（2013）认为发展中国家与美国各行业的研发密度相关性非常低，美国各行业对IPR的依赖程度并不能很好的反应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因此利用每个国家—产业组中企业研发密度的均值来衡量该国各产业对IPR的依赖程度是更为合理的。受上述文献的启发，利用历年中国各行业专利申请量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的平均值构造的专利强度指标来反应各行业对IPR的依赖程度，并用符号表示。
综上而言，我们利用IPR1表示知识产权保护立法水平的GP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利用以下方法计算中国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指数IPR2：

进一步地，我们按照以下方式定义行业层面的知识产权保护指数IPR3：

其中，计算所用的司法保护数据、经济发展数据、公共保护意识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与《世界银行数据库》，计算所用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原始数据中2000-2003、2005-2007以及2010年的数据是以大中型企业为统计口径，而2011-2014年的数据是以规模以上企业为统计口径，2004、2008以及2009三年的数据同时包括大中型企业数据与规模以上企业数据。因此，我们首先计算出2004、2008以及2009年这三年以大中型企业为统计口径的与以规模以上企业为统计口径计算的的比值的平均值，并让其余以大中型企业为统计口径计算的与该平均值相除，得到这些年份以规模以上企业为统计口径的近似值。
3. 控制变量
参照以往文献的研究以及数据可得性，本文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人均资本存量、外资规模、行业研发密度、行业规模；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城乡收入差距。具体来看：
（1）人均资本存量。资本存量用永续盘存法计算所得，这一方法可以表示为：
                       
其中表示第类行业，表示年份。该式一共涉及四个变量：当年投资额，投资品平减指数、资本品折旧率、基期资本存量。利用固定资产原值做差得到以当期价格衡量的制造业行业新增投资额序列，并用平减指数转化为以2000为基期的不变价格，资本品平减指数以《中国统计年鉴》中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衡量，各行业年度折旧率用以下方式计算：

                
                
上式中的t与t-1分别代表当期与前一期。基于该方法计算出2000-2014年的制造业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率；基期资本存量利用陈诗一（2011）以1990年为基期估算的中国制造业两位数行业资本存量数据，本文利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将其转化为以2000为基期的固定资产存量。人均实际资本存量用实际资本存量总额与当年年末行业从业人员总数的比值衡量。
（2）行业外资规模。中国外资统计数据并没有制造业两位数行业的统计数据，现有文献根据研究需要主要从三资企业资产存量（邱斌、尹威，2010），外企就业人员占行业总就业人员比重（赵伟、张萃，2007）以及外资企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王红领等，2006）等侧面来反映行业的外资规模。尽管上述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外资规模的大小，但并不能体现外资在行业内的经营范围或渗透率。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解释对国内分工阶段数目的影响，如果外资在该行业的范围越大则意味着其更有可能通过进口中间品进行生产活动，这会对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产生影响。因此本文用含有外资属性的制造业企业数量占制造业企业总数的比重来衡量行业的外资规模，这在一定程度上既能反映外资规模又能反映外资范围，更符合本文的研究目的。
（3）研发密度。衡量国家层面研发密度的常用测度指标是R&D支出与GDP的比值（Acemoglu et al，2010），对于行业层面的研发密度的测度，可以进行类似的定义，利用年度R&D支出与行业销售收入之比表示（王红领等，2006），本文即采用该种方式衡量行业层面的研发密度。《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在2004年之前一直使用科技活动经费这一指标表示科学研发经费支出，但在2004年及以后便采用R&D这一指标，经我们详细对比后发现，这两项统计标准包括的内容并非完全一致，因此需要将以科研活动经费支出计算的研发密度转换为以R&D支出计算的研发密度。我们首先计算出以大中型企业为统计口径的2005-2009年的研发密度增长率，并以这五年增长率数据的均值作为2001-2004年研发密度的增长率，以此逆推出2000-2003年大中型企业研发密度。之后，根据2004、2008与2009这三年的大中型企业研发密度与规模以上企业研发密度之比的平均值，计算出以大中型企业为统计口径年份间的规模以上企业研发密度的近似值。
（4）生产性服务业占比。生产性服务业是现代制造业的重要中间投入，也是经济的粘合剂，能够将大量的人力与知识资本引入到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中，是现代产业发展的竞争力源泉。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效率，进而推动社会分工的演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相互融合发展，能够提高现代制造业产品的技术含量与附加值，并降低产业价值链中的相关成本，是促进制造业实现价值链升级，提升经济效益与竞争力的重要支撑（Francois & Hoekman，2010）。然而中国经济增长目标“硬约束”的发展模式导致服务业内部资源错配严重，导致经济高速增长与服务业升级滞后并存(余泳泽、潘妍，2019)。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由规模扩张进入质量提升的新阶段，生产性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愈发重要。按照国家统计局2015的界定，可以将生产性服务业划分为为生产活动提供的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货物运输仓库和邮政快递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节能与环保服务、生产性租赁服务、人力资源与培训服务、批发经济代理服务、生产性支持服务等10类。本文参照该分类标准，以《中国统计年鉴》中相应的数据构建了生产性服务业占GDP比重这一指标，用以衡量国内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程度。其比值越大表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程度越高。
（5）城乡收入差距与行业规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会对劳动力供给结构与质量、社会分工、产业升级等产生影响。钞小静、沈坤荣（2014）研究发现，城乡差距过大会导致初始财富水平较低的农村居民无法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进而制约了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从劳动力分工的视角来看，低技能的劳动者更倾向于选择不分工，平等的收入分配能够促进分工协作而影响经济发展（Fishman & Simhon，2002）。此外，从消费的角度来看，收入差距能够影响居民消费需求以及消费结构（沈凌、田国强，2009），进而对社会分工与产业发展产生影响。本文利用城乡收入差距来刻画国内市场环境，其值越大表示城乡收入差距越大。最后，我们以年末平均从业人员数量来衡量行业规模，以控制行业规模对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的影响。
在数据来源方面，人均资本存量、外资规模、研发密度、员工数量数据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与《中国工业经济年鉴》；居民城乡收入差距、生产性服务业占比所用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在计量回归分析之前，表2中汇报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此外，我们还考察了样本中解释变量的膨胀因子的VIF值，这些值均小于10（见表3），说明各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footnoteRef:3] [3:  由于在下文回归分析中均采用变量的对数形式，因此本部分汇报的是相关变量对数形式的方差膨胀因子。如果最大的方差膨胀因子，则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含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基于后向联系的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
	240
	2.152
	0.143

	
	基于前向联系的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
	240
	2.494
	0.482

	
	产业层面的IPR指数
	240
	0.879
	0.673

	
	国家层面的名义IPR指数
	240
	3.711
	0.442

	
	国家层面的实际IPR指数
	240
	2.086
	0.386

	
	人均资本存量
	240
	18.414
	15.130

	
	外资规模
	240
	0.176
	0.084

	
	研发密度
	240
	0.006
	0.004

	
	行业规模
	240
	400.313
	301.075

	
	城乡收入差距
	240
	3.149
	0.155

	
	生产性服务业占比
	240
	0.274
	0.012



	表3  各解释变量膨胀因子的VIF值

	变量
	
	
	
	
	
	
	

	VIF值
	8.21
	4.02
	1.95
	6.08
	1.37
	1.07
	1.58



四、回归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为了检验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的影响，首先我们对方程（1）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所有回归结果系数的标准误均在行业层面进行聚类。第（1）列仅加入核心解释变量知识产权保护指数本身，第（3）列在第（1）列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了人均资本存量、外资规模、研发密度、行业规模、城乡收入差距、生产性服务业占比等控制变量，但两者都没有控制行业固定效应。由回归结果可知，在没有控制行业固定效应的情况下，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在第（2）和（4）列中，我们分别在第（1）和（3）列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以控制行业层面不可观测的异质性，回归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仍显著为正且在1%水平下显著。上述结果意味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的延伸，促进了国内价值链网络的深化升级。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可能会导致回归系数是有偏的，甚至是改变核心解释变量系数的方向。因此，我们利用核心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来替代当期值进行初步的稳健性检验，在表4第（5）列的回归结果中，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仍显著为正且在5%水平下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结论的稳健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滞后一期回归能够部分缓解内生性问题，但会遗漏当期重要信息。因此，我们在下文中利用工具变量法进一步处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表4  知识产权保护与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基准回归

	
	（1）
	(2)
	（3）
	(4)
	（5）

	
	0.128***
（0.02）
	0.151***
(0.02)
	0.063***
（0.02）
	0.127***
(0.03)
	

	
	
	
	
	
	0.097**
(0.03)

	控制变量
	No
	No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No
	Yes
	No
	Yes
	Yes

	观测值
	240
	240
	240
	240
	224

	
	0.609
	0.609
	0.708
	0.728
	0.711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所有的回归系数标准差均在行业层面进行聚类。（*、**、***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意义上显著。以下各表同。

（二）内生性问题处理
[bookmark: _Hlk91874569]在基准模型回归中，尽管我们尽可能地控制了一些影响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的因素，并利用核心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但仍可能因为内生性问题而出现偏误。本部分通过引入工具变量对内生性问题进行进一步处理。我们利用1919年各省基督教授薪布道职员数据来构造行业层面知识产权保护的工具变量:首先，参照沈国兵、黄铄珺（2019）的研究，以各省基督教授薪布道职员数量来衡量省级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各省基督教授薪布道职员人数用表示），其合理性在于早期基督教教义中就明确了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基督教教义的宣传会影响本地居民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形成，受基督教影响越深的省份，其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程度可能越高。各省基督教授薪布道职员数据来自《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其次，考虑到各省基督教授薪布道职员数据为截面数据，我们进一步令其乘以各省滞后一期GDP增长率（用符号表示，其中下标表示省份，表示年份），形成省份—时间层面的知识产权保护工具变量。最后，我们以各省各行业规模占全国该行业总规模的比重为权重（用表示，其中下标表示行业）构造行业层面知识产权保护工具变量，其合理性在于相关产业在相应省份所占比重越大，该省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此行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效果的影响就越大。利用公式刻画上述内容可以表示为：

其中为行业层面知识产权保护指数的工具变量。为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以两种方式衡量各省行业规模，分别是行业总产值与行业固定资产规模，相应的工具变量符号用与表示。
利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其中第（1）列是以各省固定资产规模占比构建的的回归结果，第（2）列是以各省行业总产值占比构建的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以两种加权方式构建的工具变量的回归中，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与基准回归结果均无本质差异，且仍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在工具变量的相关检验中，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的P值均为0，拒绝识别不足的原假设，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均大于相应的Stock-Yogo临界值，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并且表5第（3）与（4）列汇报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说明工具变量的选取是合理的。
	表5  知识产权保护与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工具变量法

	
	
	第一阶段回归

	
	(1)
	(2)
	(3)
	(4)

	
	0.105***
（0.04）
	0.114***
（0.04）
	
	

	
	
	
	0.260***
(0.03)
	

	
	
	
	
	0.268***
(0.03)

	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
	54.030
[0.000]
	51.531
[0.000]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
	179.779
{16.38}
	110.465
{16.3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240
	240
	240
	240

	
	0.914
	0.915
	0.918
	0.918


  注:{ }内为Stock-Yogo检验10%水平上的临界值。

（三）稳健性检验
1. 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的度量
在基准回归中，我们使用基于后向价值联系计算的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在表6第（1）列中，利用基于前向价值联系计算的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指数的系数仍为正，且在1%水平下高度显著，说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2. 知识产权保护指数的度量
在基准回归中，我们利用行业层面的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指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但某一行业的生产活动所使用的中间品可能并非全部来自于本行业内部，这就意味着国家整体层面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变动也能对中间产品的生产及供给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利用国家整体层面的名义知识产权保护指数与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指数分别进行稳健性检验，并按照方程（2）进行计量回归。从回归结果来看，无论是表6的第（2）列中基于国家层面的名义知识产权保护指数的回归结果，还是表6的第（3）列中基于国家层面的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指数的回归结果，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都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3. 剔除国内企业兼并重组期
倪红福等（2016）认为，1998-2003年期间国家秉持“有进有退、抓大放小”的原则，对大量国有企业进行兼并重组，致使企业数量大幅度下降，导致经济系统中的分工结构也产生变化。这种结构性变革使得原来生产关系较强的生产活动，被重新整合到一个企业内部进行，导致以前的中间产品贸易转为企业内部交易，产业间中间产品的投入关系减弱，生产阶段数目减少。这种行政干预可能会导致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的缩短，进而对回归系数产生影响。表6第（4）列汇报了剔除2000-2003年样本数据的回归结果，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仍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6  知识产权保护与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稳健性检验

	
	
(1)
	
(2)
	
(3)
	
(4)

	
	0.246***
(0.07)
	0.144***
(0.03)
	0.127***
(0.03)
	0.122***
(0.0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240
	240
	240
	176

	
	0.426
	0.724
	0.728
	0.715



五、异质性分析与影响渠道检验
（一）异质性分析
1. 行业规模异质性
为考察不同行业规模下，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的异质性影响，本文以年末行业平均从业人员数量的中位数为临界值将样本划分为规模较小组与规模较大组，分别对计量模型（1）进行回归，表7中第（1）和（2）列为相应的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两组中知识产权保护指数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但在规模较大组中，知识产权保护指数回归系数的值要大于规模较小组中的回归系数（0.157>0.128）,表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规模较大的行业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的正向影响更大。这一结论与经济直觉相一致：行业内的分工水平与行业规模正相关，行业规模的扩大是行业分工深化的基础。另一方面，相对于规模较小的行业，规模较大的行业出现产业集聚的可能性更大，而产业集聚能够促进区域内的知识溢出进而提升企业创新效率（彭向、蒋传海，2011）。因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规模较大行业的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影响更大。
2. 研发密度异质性
为考察不同行业研发密度下，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的异质性影响，本文以行业研发密度的中位数为临界值将不同的行业划分为研发密度较高组与研发密度较低组，分别对计量模型（1）进行回归。表7中第（3）列和第（4）列为相应的回归结果。从表7中可以看出，两组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指数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但在研发密度较低组中，知识产权保护指数回归系数的值要大于研发密度较高组（0.152>0.087）,表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研发密度较低组的正向影响更大。这一经验研究结果意味着，中国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的延伸更多的是由低技术含量行业驱动的，而在高技术产业领域，国内生产配套能力及高质量中间品供应能力仍显不足。其原因在于，一方面研发密集型行业进行创新的难度相对于非研发密集型行业的难度更大，实现新技术与新产品突破需要的时间更长；另一方面，研究和创新活动往往具有累积性，新的创新需要在先期的知识与技术的基础上进行（董雪兵、史晋川，2006）,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尤其是在研发密集度较高的高技术行业，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无论是人才储备还是知识储备仍处于落后位置，然而，随着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中国在非研发密集型行业积累了一定的知识与人力资本，因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研发密集型行业国内价值链网络深化发展的影响效果可能暂时不如对非研发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大。尽管如此，知识产权保护对研发密集型行业的影响仍为正，这就意味着随着中国全链条知识产权保护战略的实施，会对研发密集型行业的国内价值链网络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3. 外资规模异质性
为考察不同外资规模下，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的异质性影响，本文以行业外资规模的中位数为临界值将制造业行业划分为外资规模较小组与外资规模较大组，分别对计量模型（1）进行回归。表7中第（5）列和第（6）列为相应的回归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两组中知识产权保护指数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但在外资规模较大组中，知识产权保护指数回归系数的值要大于外资规模较小组（0.179>0.115）,表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外资规模较大行业的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的正向影响更大。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降低高技术产品被侵权的风险，促使外资企业将更多高技术附加值环节配置到国内进行生产，这直接促进了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的延伸；另一方面，FDI在产业内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以及跨国公司人员培训和流动等途径产生了正向外溢效应(蒋殿春、夏良科，2005)，这也有利于本地企业进行相关产品的研发与生产，进而逐渐形成本地产业供应链，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使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的延伸。
4.  时间异质性
为考察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价值链的暂时局部“断裂”是否加快了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的延伸，即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的影响是否存在时间上的异质性，本文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分界线将样本划分为金融危机前组与金融危机后组，分别对计量模型（1）进行回归。表7中第（7）列和第（8）列为相应的回归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两组中知识产权保护指数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但金融危机后知识产权保护指数回归系数的值要大于金融危机前的回归系数（0.301>0.119）,表明金融危机后企业加强了国内产业供应链的构建意识，一定程度上对国外中间品形成了替代。赵昌文、许召元（2013）的调研发现，国内企业在金融危机后加大了涉及研发环节的投入，通过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进行结构调整，在价值链攀升与能力升级方面取得了进展。此外，外部进口渠道出现的“断裂”降低了国内市场相关产品的竞争程度，释放了市场空间，国内供应商通过研发投入与技术创新替代部分原来由外资参与的供应链，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价值链网络的形成与发展。
	表7  知识产权保护与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异质性分析

	
	行业规模
	研发密度
	外资规模
	金融危机

	
	(1)
较小组
	(2)
较大组
	(3)
较低组
	(4)
较高组
	(5)
较小组
	(6)
较大组
	(7)
危机前
	(8)
危机后

	
	0.128***
(0.02)
	0.157**
(0.06)
	0.152***
(0.05)
	0.087*
(0.04)
	0.115***
(0.03)
	0.179***
(0.05)
	0.119***
(0.02)
	0.301*
(0.1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117
	123
	117
	123
	130
	110
	128
	112

	
	0.816
	0.665
	0.698
	0.769
	0.700
	0.839
	0.625
	0.642



（二）影响渠道检验
1. 技术创新效应渠道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影响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为验证这一渠道是否存在，本文采用温忠麟等（2004）提出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行验证，具体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8）
                                （9）
            （10）
其中，中介变量表示行业层面创新能力的对数，本文采用行业层面年度人均专利申请量的对数值表示。[footnoteRef:4]利用研发投入或新产品产值来衡量企业创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研发投入不一定都能转化为技术创新成果，而新产品产值除了来自创新活动，也有可能来自进口模仿和学习（Griliches，1990）。反应了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影响的总效应，表示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影响的直接效应，中介效应的大小由衡量。根据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程序，若系数均显著，且系数较显著下降，表明技术创新效应渠道存在。 [4:  行业层面的专利申请数量同样存在企业规模统计口径不一致问题。我们首先计算出2004、2008以及2009年这三年的以大中型企业为统计口径的人均专利数量与以规模以上企业为统计口径的人均专利数量之比的平均值，并以此推算出其他以大中型企业为统计口径行业的以规模以上企业为统计口径的人均专利数量的近似值。] 

表8报告了以人均专利申请量衡量技术创新的检验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在基准回归第一步中，知识产权保护指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可以促进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的延伸。第二步中，知识产权保护指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提升行业整体创新能力。第三步中，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技术创新能力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的延伸，且知识产权保护指数的回归系数较第一步中有所下降（0.107<0.127）,意味着技术创新在知识产权保护与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延伸之间起着部分中介效应。从数值上看，中介效应约为0.019，在总效应中占比约为14.75%，假说1得到验证。
这一结论与现有文献的观点相互应证，这类文献都强调了企业自主技术创新对价值链高端攀升的重要意义。如杨水利等（2014）认为模块供应商企业应注重内部技术研发能力的培养，建立感知和获取同行企业的技术信息机制，同时应捕捉市场需求信息，保证技术的研发与市场需求的匹配，进而实现能够生产高附加值中间品的能力。张慧明、蔡银寅（2015）认为，在强调政策公平性的同时，应将注重研发支出增强技术创新能力作为价值链高端攀升的内在动力。吕越等（2018）则强调了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建设技术吸收能力进而实现创新能力的提升对价值链升级的重要意义。
	         表8  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影响渠道检验的回归结果：
人均专利申请量衡量的技术创新

	
	(1)
第一步
	(2)
第二步
	(3)
第三步

	
	0.127***
(0.03)
	1.873***
(0.58)
	0.107***
(0.03)

	
	
	
	0.010*
(0.0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观测值
	240
	240
	240

	
	0.728
	0.813
	0.738



在表9中，我们利用工具变量最小二乘法对上述步骤进行检验，其中第（1）-（3）列是用人均专利数量衡量的技术创新，而（4）-（6）列是利用人均发明专利衡量的技术创新。由回归结果可知，无论以哪种方式衡量的技术创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通过技术创新效应渠道对国内价值链网络的深化升级效应依然显著成立。从以人均专利衡量技术创新的回归结果来看，中介效应约为0.042，在总效应中占比约为36.84%，意味着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创新能力提升效应对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的影响程度更大。

	表9  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影响渠道检验的回归结果：
 工具变量法

	
	           人均专利数量
	人均发明专利数量

	
	(1)
第一步
	(2)
第二步
	(3)
第三步
	(4)
第一步
	(5)
第二步
	(6)
第三步

	
	0.114***
(0.04)
	3.524***
(0.61)
	0.070*
(0.04)
	0.114***
(0.04)
	3.204***
(0.74)
	0.088**
(0.04)

	
	
	
	0.012***
(0.00)
	
	
	0.008**
(0.0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240
	240
	240
	240
	240
	240

	
	0.915
	0.880
	0.917
	0.915
	0.881
	0.916



2.  中间品进口扩张渠道
为检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通过中间品进口扩张影响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这一渠道是否存在，我们根据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步骤，以中间品基期价格衡量的进口额的对数值为中介变量，[footnoteRef:5]按照方程（8）-（10）的顺序重新进行检验，结果报告在表10中。从表10中的回归结果来看，基准回归方程的第三步中，中介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而第一步与第二步回归方程中，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引致的中间产品进口扩张效应抑制了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的延伸。在表10的（4）-（6）列，我们利用工具变量最小二乘法对上述步骤进行重复检验，由回归结果可知，中间品进口扩张效应对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的抑制作用仍显著成立。其原因在于，中国企业更多的是以被俘获的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其在先进资本品和关键中间品使用上对发达国家存在依赖，自主研发创新的动力不足，加之发达国家是全球价值链战略环节的控制者，它们会对参与其他生产环节的企业进行“压榨”与“控制”，致使中国企业参与垂直分工遭受的挤出效应与锁定效应产生的负面影响大于技术溢出效应与竞争激励效应产生的正向影响（沈国兵、于欢，2017），如吕越等（2018）的研究发现，对中间品的过度依赖效应、技术吸收能力薄弱以及发达国家的“俘获效应”致使中国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同时，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技术升级效应。这就抑制了相关企业的技术升级，进而阻碍了国内价值链网络的形成与发展，假说2a得到验证。从整体回归结果来看，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的延伸表现出显著的促进效应，因此可以认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引致的技术创新效应对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的促进效应大于中间品进口扩张效应对其产生的抑制效应。 [5:  中间品进口数据来自WIOD Socio Economic Accounts，并利用各个行业的价格指数平减到以2000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 

	[bookmark: _Hlk91600774]表10  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影响渠道检验的回归结果：
中间品进口扩张效应

	
	基准回归
	工具变量

	
	(1)
第一步
	(2)
第二步
	(3)
第三步
	(4)
第一步
	(5)
第二步
	(6)
第三步

	
	0.127***
(0.03)
	1.120**
(0.47)
	0.173***
(0.03)
	0.114***
(0.04)
	2.762***
(0.52)
	0.242***
(0.04)

	
	
	
	-0.041***
(0.01)
	
	
	-0.046***
(0.0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240
	240
	240
	240
	240
	240

	
	0.728
	0.847
	0.798
	0.915
	0.963
	0.932



六  研究结论与启示

在经济发展由粗放型高速增长向积极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变，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问题日益突出，全球重要产业供应链面临断裂风险的背景下，如何提高国内高质量配套产品及中间品供给能力，提升国内产业供给链的质量与弹性，对推动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至关重要。鉴于此，本文立足于中国实行全链条知识产权保护这一客观背景，系统梳理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影响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的内在机理，提出待检验的理论假说。紧接着，本文以2000-2014年中国16个制造业行业的平衡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经验结果显示：（1）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显著促进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的延伸，在考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和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2）异质性分析表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规模较大、外资规模较大以及研发密度较小的行业的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的延伸作用更为明显，且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对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存在“倒逼”延伸效应。（3）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方法发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行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延伸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中间品进口扩张→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缩短两个影响渠道同时存在，但整体表现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促进国内价值链生产长度的延伸，进而有利于国内价值链网络的深化升级。
本文的研究结论蕴含明确的政策含义：首先，在推进经济新发展格局的新时期，应将知识产权保护作为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充分利用国际经济循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本文的研究表明，知识产权保护能够促进国内价值链网络的深化发展，这有利于保障产业供应链的质量与弹性，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基础，同时也能带动中国前向价值链参与，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因此，应积极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统筹知识产权保护顶层设计工作，全面推进知识产权领域的全链条保护。与此同时，积极运用财政政策如提高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等，鼓励企业进行更多的基础性研发投资，提升整体创新能力，带动产业供应链的升级发展。
其次，对于研发密集型行业，要注重培育行业规模和引进高质量外资，这有利于更好地发挥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内价值链网络深化升级的影响效果。目前，无论是从行业规模还是技术与知识储备来看，中国与发达国家在高技术行业仍有一定的差距，许多“卡脖子”问题的存在是阻碍国内高技术产业供应链网络形成和深化的主要障碍。因此，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本土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同时，要注重积极培育产业规模和引进高质量外资，为高技术行业产业链创新提供更好的基础。一方面，行业规模的扩大有利于“集聚效应”的发挥，可以通过多元化需求效应、知识溢出效应等促进企业进行技术研发与投资；另一方面，国外企业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不仅能够将更多高技术含量与高附加值环节配置到国内，而且其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也能够有效促进国内企业的技术升级。
最后，要注重平衡产业供应链安全与扩大中间品进口之间的关系。本文的实证结果发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引致的中间品进口扩张效应显著抑制了国内价值链网络的深化升级，这不利于国内产业供应链的安全。尽管学术界有大量文献证实了中间品进口扩张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企业技术创新等方面的积极影响，但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国外高质量中间品对国内产品的替代，会严重挤压国内企业的市场空间，使其没有足够的利润进行技术升级，进而导致退出市场的风险变大。与此同时，国外企业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份额，以致本地企业对相关产业链的控制权进一步减弱。因此，应注重培育企业家产业链安全意识，要注重消化和吸收进口高质量中间品所承载的技术与知识，推出有利政策鼓励企业向本行业价值链高端攀升，积极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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